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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大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一个理论分析

王　勇　江深哲　李欣泽＊

：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如何影响彼此的长期产出与福利？本文构
建一个双要素的贸易与增长的动态模型。模型发现：当发达国家 （Ｎ国）对发
展中国家 （Ｓ国）加征关税，短期会增加 Ｎ国产出并减少Ｓ国的产出与福利，
但长期影响取决于Ｓ国能否进行产业升级。若Ｓ国能够进行产业升级，Ｎ国关
税会使得Ｓ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产业升级加速，并最终增加Ｓ国的产出与福
利；若Ｓ国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则Ｎ国关税会长期减少Ｓ国的产出与福利。

：贸易摩擦；产业升级；社会福利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４．０１．０４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
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贸易总量居全球第一，外部贸易环境与我国
的长期增长息息相关。然而，近年来某些发达的西方大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品征收惩罚
性关税并且实施了其他相关贸易限制政策。从历史上看，领先国家曾多次对当时的后发
追赶型国家征收额外的贸易关税，那么这些贸易政策对于两国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
总产出水平与家庭福利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既具有深刻的

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遗憾的是，现有相关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关税冲击的短期影响，而对

关税长期影响的分析则相对匮乏，因此我们不仅无法全景式地正确理解关税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而且无法在现实实践中为相关应对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帮助。
然而，进行严谨的长期性分析就需要构建一个大国之间的动态贸易与增长的模型，这是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由于大国之间的要素禀赋积累在不断变化，贸易条件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就是动态内生的，而且动态上可能会使得贸易两国的产业结构内生穿越不同的多样化锥
（ｃｏｎ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两国要素价格不能保证均等化，所以即使是自由贸易的两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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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两部门的动态贸易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 （ＨＯ模型）已经非常复杂，求解此类
模型通常具有较高难度，现有文献也往往需要极端的假设才能处理 （后文会有详细讨
论）。而这些文献中，对关税冲击进行了详细讨论的更是少之又少。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填补文献中的这个空白，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理论模型，帮
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大国间贸易摩擦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本文以新结构
经济学的视角，对关税的长期影响进行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
结构通过决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方向，引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影响宏
观经济增长率。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机制的重要性 （Ｊ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２０；王勇和汤学敏，２０２１）。同时，与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
贸易模型的基本理念一致，新结构经济学也认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与动态变动是决定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产业结构以及相关动态调整的关键因素。以中美
贸易的动态变迁为例，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 （要素禀赋结
构）增加了近１０．５倍 （如图１所示）。①

图１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图，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伴随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较大程度改变，已经
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产品过渡 （余淼杰，２０１８）
（如图２所示）。②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外生给定而又动态内生变化的
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对以下三个具体问题尝试给出回答：由发展中大国要素禀赋驱动的
产业升级如何改变大国间贸易的格局？当发达国家突然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关税，这种贸
易风险对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大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发展中大国该如何应对？

①

②

根据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图１刻画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国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比的变
化趋势，具体数据处理详见附录Ⅰ．１。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根据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图２描述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的贸易额占制造业贸易额比重的变化趋势图 （图２的详细描述及数据处理过程详见附录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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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额占

制造业贸易额比重的变化趋势图，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两种生产要素 （资本与劳动）、两个产业 （资本密集度不
同）、两个大国的贸易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强调：在每一个时点上两国的
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条件内生决定了两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进而影响
贸易条件与要素价格，从而又动态决定了两国在开放环境下要素禀赋积累的速度，进而
决定两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因此，要素禀赋、产业结构、

贸易条件、要素价格构成一个内生的动态循环。更重要的是，贸易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的
效应可能是不同的。因为在短期内，比如在静态模型中，要素禀赋结构是给定的，但是
从长期来看，在大国动态模型中，贸易政策会导致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的动态变
化，而产业升级主要是禀赋驱动的，因此贸易政策引发的产业升级及其所带来的总产出
和福利的静态效应与长期动态效应就不一定相同。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外生给定时 （即静态模型中），

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增加对发达国家福利与产出影响是非单调的，主要取决于两国之间由
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率差异所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是互补为主还是替代 （竞争）为主；

第二，在长期经济增长路径上，当且仅当发达国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足够高时，发
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提高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水平；第三，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出口品突然征收关税，从短期来看会增加发达国家的产出同时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产
出，但就长期而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关税会改变两国产业结构继而通过一般
均衡效应改变要素价格。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进行产业升级，那么关税政策使得发展中
国家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 （资本）回报率相对上升，而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相对下降，

从而影响两国的内生储蓄决策与资本积累速度，使得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加速而发达国
家减速，两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实现禀赋驱动的产
业升级，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在长期均衡中，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得以充分实
现，从而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产业竞争的格局，那么此时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强的贸易竞争力水平和产出水平。此时，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针对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贸易政策反而会损害发达国家自身的产出与福利，并且提高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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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产出与福利。但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则发展中国家依然主要生产
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不会随发达国家的关税而增加。从长期而言，
关税就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与产出。因此，本文的研究既为探究大国间贸易摩擦与
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国如何应对外部贸易政策风险提供了新的政策
启示。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文献。第一，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其

中，资本密集度有差异的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研究同本文最为相关。这方面的
经典文献大都是在封闭经济中讨论的，例如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研究了一
个封闭经济中资本密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不同的两部门模型的长期经济增

长。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了一个封闭经济在无穷个资本密集度上异质的产业如何由要素
禀赋驱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模型。与本文相关性较高的文章是王勇 （２０１８），
研究了由要素禀赋推动的大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与产业升级的动态模型，并考察了动态关
税政策对贸易双方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该模型假设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贸易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６９），所以无法考察由要素禀赋变化所带来的内生的贸易分工，而本文
模型则是 ＨＯ贸易 （Ｏｈｌｉｎ，１９３３）与李嘉图贸易的混合体，产业结构与贸易分工由禀
赋结构以及相对生产率内生决定。此外，最近不少学者也分别从政府发展战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视角，研究通过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但大都没有考虑贸易或者贸易政策 （徐朝阳和林毅夫，２０１０；张斌和茅
锐，２０１６；龚刚等，２０１７；张建华和程文，２０１９）。第二，动态 ＨＯ贸易模型相关文献。
大多数现有的动态 ＨＯ贸易模型都依赖小国开放经济 （从而贸易条件外生）的假设，而
研究贸易条件内生的大国贸易的动态 ＨＯ 贸易模型则相对稀缺。早期的一些研究如

Ｏｎｉｋｉ　ａｎｄ　Ｕｚａｗａ（１９６５）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０）都没有内生化储蓄与投资问题，且贸易依
赖两国间储蓄率不一致的假设。之后的重要研究包括：Ｂａｘｔｅｒ（１９９２）研究国内的财政
政策如何受两国贸易的影响，Ｖｅｎｔｕｒａ （１９９７）讨论了国际贸易对于大国资本回报率、
内生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Ｂａｊｏｎａ　ａｎｄ　Ｋｅｈｏｅ（２０１０）、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２０１０）研究
了贸易与各国经济增速收敛之间的关系。但上述文献都没有研究大国间的关税会如何动
态地影响两国的产业升级与福利。第三，关税博弈的相关文献。现有的经典文献大都是
静态模型，较少研究关税的动态效应。例如 Ｋｕｇａ （１９７３）、Ｋ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ｅｚｍａｎ
（１９８８）、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这些文献都强调关税可以改变贸易条件，使得关
税征收国获利。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考虑了国内不同的生产部门会通过政治
献金对政治家进行游说，并劝说其执行对该部门有利的关税政策。Ｍａｇｇｉ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Ｃｌａｒｅ（１９９８）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考虑了关税长期效应，但其长期效应来自于假设长
期均衡中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此外，这些文献都没有从动态要素禀赋积累的视角去考察
关税对国家间长期贸易结构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静态模型

虽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动态要素禀赋积累所带来的内生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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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贸易国产出与福利水平的影响，但是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其作用机制，本部分将
先构建一个静态的大国贸易模型，其中包括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一个发达大国。我们主要
展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变化会如何通过贸易渠道影响发达国家的福利。我们假定各国的
要素禀赋与生产率水平都是给定的。
考察一个经典的两国－两部门的 ＨＯ贸易模型，其中每个国家都有无穷的同质性家

户与企业。两国进行自由双边贸易，两国的生产方式类似于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要素禀赋
包括资本存量Ｋｉ与劳动力Ｌｉ，其中ｉ表示不同国家，Ｓ国是劳动更充裕的发展中国家，
而Ｎ国是资本更充裕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经济中存在两个中间品部门，标记为１，２。这两个部门都具有里昂惕夫生产

函数，即：

Ｙｉ１＝ｍｉｎ［Ａｉ　Ｋｉ１，Ｅｉ　Ｌｉ１］，

Ｙｉ２＝ｍｉｎ　Ａｉ　Ｋｉ２，ａ　Ｅｉ　Ｌｉ２［ ］，

ｉ＝Ｓ，Ｎ，
其中Ａｉ是国家ｉ的有效资本生产率水平，Ｅｉ是国家ｉ在部门１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里
我们假定ａ＞１，因此不论Ａｉ与Ｅｉ的具体数值是多少，在同一个国家，部门２的资本劳
动比总是部门１的ａ倍，部门２相对部门１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我们称部门１是劳动
密集型的部门，２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同时我们的函数假设意味着在同一个国家资本密
集型的部门相比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正如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指出
的，里昂惕夫的生产函数假设并不会失去太多的一般性，而且可以极大方便我们寻求模
型，尤其是动态模型的解析刻画。
两国的最终产品与两个中间产品的市场全部都是完全竞争，且企业可以自由进出。

中间品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贸易，但最终产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的生产同时需要中间
品１与中间品２，并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Ｙ＝Ｙβ１Ｙ１－β２ ．

每一个国家都有单位Ｌｉ的代表性家户。每一个家户拥有
Ｋ
Ｌ
的资本与一个单位的劳

动。资本与劳动都不能跨国流动。家户国内资本市场与劳动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此
时，国家ｉ的代表性家户面对的最优化问题可表达为：

ｍａｘ　Ｕ　ｃｉ（ ）＝ｌｏｇ　ｃｉ（ ）

ｓ．ｔ．ｃｉ≤ｒｉ
Ｋｉ

Ｌｉ＋ｗ
ｉｌ　ｉ，

其中，ｒｉ与ｗｉ分别是国内市场的资本回报率与工资。ｌ　ｉ为家户的劳动供给，小于等于１。
在每个国家的两个行业里，也有无数个代表性的中间厂商，每一个中间品企业都可

以选择从事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间品厂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其
最优化问题可表达为：

ｍａｘ
ｋ１，ｋ２，ｌ１，ｌ２

［Ｐ１ｍｉｎ　Ａｉｋ１，Ｅｉｌ１（ ）＋Ｐ２ｍｉｎ　Ａｉｋ２，ａＥｉｌ２（ ）－ｗｉ　ｌ１＋ｌ２（ ）－ｒｉ　ｋ１＋ｋ２（ ）］

ｓ．ｔ．　　ｋ１，ｋ２，ｌ１，ｌ２≥０，
其中，ｌ１、ｋ１分别表示每个企业投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的劳动以及租用的资本，ｌ２、

ｋ２分别表示每个企业投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雇用的劳动以及租用的资本，Ｐｉ表示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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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的国际市场价格。最终品厂商将从国际市场中购买中间品，并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ｍａｘ
ｙ１，ｙ２

Ｐｙβ１ｙ１－β２ －Ｐ１ｙ２－Ｐ２ｙ２，

其中，Ｐ 是最终品的价格，我们将其标准化为１。在接下来一个小节中，我们将研究一
个市场性均衡。这里给出的市场性均衡的定义①。

定义１　给定上文的市场结构，一个市场性均衡包括，一组价格｛Ｐ１，Ｐ２，ｗｓ，ｗｎ，

ｒｓ，ｒｎ}，以及相应的配置｛ｋｉ，ｃｉ，ｌ　ｉ，ｌ　ｉ１，ｌ　ｉ２，ｙｉ１，ｙｉ２，ｙｉ}，其中ｉ＝Ｓ，Ｎ，使得：
（１）每一个家庭最大化自身效用；
（２）每一个中间品厂商，以及每一个最终品厂商最大化自身利润；
（３）国际的中间品市场，以及各国的最终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出清。

下面我们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如何影响均衡，因此作以下简化假
设：首先，各国的资本与劳动的生产率水平 ｛ＡＳ，ＡＮ，ＥＳ，ＥＮ}外生给定。其次，国家

Ｎ的资本水平处于静态模型可允许的最充裕程度的条件范围内，即ＫＮ＝ａ
ＥＮＬＮ

ＡＮ 。最后，

这两个大国的人口规模足够相近，即ＬＳ∈ βＥ
Ｎ

１－β（ ）ＥＳＬ
Ｎ，ａ βＥ

Ｎ

１－β（ ）ＥＳＬ
Ｎ（ ）。以上假定都并

非关键，放松这些假定对本文的核心性质没有影响。

现在，我们按照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ＫＳ从小到大，将市场均衡区别为 “分工形成”
“产业互补”“产业竞争” “产业趋同”四个阶段。其中 “分工形成”与 “产业趋同”两
个阶段，是当Ｓ国资本极少以及极多时候的数学特例，不具备一般性，且在长期的动态
均衡中并不存在。因此这里我们首先介绍 “产业互补”以及 “产业竞争”两个阶段，之
后我们再介绍 “分工形成”与 “产业趋同”两个特例。

（１）产业互补阶段：当发展中国家资本满足 β
１－β

ＥＮ

ＡＳＬ
Ｎ≤ＫＳ≤

ＥＳ

ＡＳＬ
Ｓ时，两国进入

分工互补的贸易阶段。此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已经足以满足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资本密
集型产品，均衡结果为：

ＹＳ１＝ＡＳＫＳ，ＹＳ２＝０，ＹＮ
１ ＝０，ＹＮ

２ ＝ａＥＮＬＮ，

Ｐ１
Ｐ２
＝ β
１－β

ａＥＮＬＮ

ＡＳＫＳ ，ＹＳ＝β ＡＳＫＳ（ ）β ａＥＮＬＮ（ ）１－β，ＹＮ＝ １－β（ ）ＡＳＫＳ（ ）β ａＥＮＬＮ（ ）１－β（ ）．

此时，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可以表示为：

ＵＳ＝ＵβＡ
ＳＫＳ（ ）β ａＥＮＬＮ（ ）１－βＬＮ（ ），

ＵＮ＝Ｕ　１－β（ ）ａ １－β（ ）ＡＳＫＳ（ ）β ＬＮ（ ）－β ＥＮ（ ）１－β（ ）（ ）．
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使得两国的福利与产出同时上升。主要有两

个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加会使得发展中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在劳动
密集型产业，导致该产品供给上升，价格也会下降，发达国家会从中获得更多收益；第
二，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但柯布－道格拉斯最终生产函
数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１，因此最终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的

① 本文市场性均衡即瓦尔拉斯均衡，其定义来自 Ｍａｓ－Ｃｏｌ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ｐ．５４７）定义１６．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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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福利都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收入的上升会增加对发达国家生
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从而提升发达国家福利。

（２）产业竞争阶段：当发展中国家资本满足
ＥＳ

ＡＳＬ
Ｓ＜ＫＳ≤ １－β（ ）ａ＋β（ ）Ｅ

Ｓ

ＡＳＬ
Ｓ－

βａ－１（ ）Ｅ
Ｎ

ＡＳＬ
Ｎ时，两国进入产业竞争阶段。此时，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增加，劳动

密集型产品已经开始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该阶段，发
展中国家会同时生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依然专注于生产资本密
集型产品，均衡结果为：

ＹＳ１＝
ａ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ａ－１
，ＹＳ２＝ａ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ａ－１

，ＹＮ
１ ＝０，ＹＮ

２ ＝ａＥＮＬＮ，

Ｐ１
Ｐ２
＝ β
１－β

ａ－１（ ）ａＥＮＬＮ＋ａ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
ａ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

ＹＳ＝ββ １－β（ ）１－β Ｐ１
Ｐ２（ ）１－βａ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ａ－１ ＋
Ｐ１
Ｐ２（ ）－βａ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

ａ－１（ ），
ＹＮ＝ １－β（ ）ａ１－β

ａ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ａ－１（ ）ＥＮＬＮ＋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 ）βＥＮＬＮ．

此时两国的福利表达为：

ＵＳ＝Ｕββ １－β（ ）１－β Ｐ１
Ｐ２（ ）１－βａ　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ａ－１（ ）ＬＳ ＋
Ｐ１
Ｐ２（ ）－βａ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

ａ－１（ ）ＬＳ（ ）（ ），
ＵＮ＝Ｕ　１－β（ ）ａ１－β

ａ　ＥＳＬＳ－ＡＳＫＳ

ａ－１（ ）ＥＮＬＮ＋ ＡＳＫＳ－ＥＳＬＳ（ ）（ ）βＥＮ（ ）．
由上式可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继续增加会提升其自身的福利与产出 （证明见附录Ⅲ

引理２），但会降低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 （注意，不论ＫＳ是在分子还是分母上都使发

达国家福利变少）。这是由于：首先，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增加使其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
与发达国家直接展开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限制了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
的市场空间并降低了该产品的价格。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增加使得该国的劳动
力充分就业，提高了该国的工资水平，这导致发达国家所需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
上升，从而福利下降。
在完成最主要的两个阶段的介绍后，还存在ＫＳ极小和极大时的两种特例：“分工形

成”与 “产业趋同”。这两种情形分别为Ｓ国劳动价格为０，与 Ｎ国资本价格为０的特
例，并且这两种情形在动态模型中也不会出现。为避免篇幅冗长，我们将在附录ＩＩ中展
示这两种情形。但不论是否考虑两个特例，我们下文的讨论都是成立的。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ＫＳ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逐步

从单一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同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业结构进

行转变。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又影响了贸易结构进而影响了贸易对手的产业
结构，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的增加，逐步从生产两种产品转变为专注生产
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两国总产出与福利的变化，因此我们得出
静态模型中的主要结果———定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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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１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加会导致自身的福利与人均产值都单调增加①，但对发

达国家的福利与人均产值的影响是非单调的。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水平为ＫＳ＊＝
ＥＳ

ＡＳＬ
Ｓ，

发达国家福利与人均产值水平最大；当ＫＳ＜ＫＳ＊时，∂Ｕ
Ｎ

∂ＫＳ≥０，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加

会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与人均产值；当ＫＳ＞ＫＳ＊时，∂Ｕ
Ｎ

∂ＫＳ≤０，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加会

降低发达国家福利与人均产值。
定理１是本文在静态模型中得出的主要结果，其更直观的展示见图３。② 其中，左上

与左下两张图分别说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加，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水平先上
升后下降，而右上与右下两张图则分别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福利水平会随着自身
资本的增加而单调增加。

图３　两国产出与福利随ＫＳ的变化

　　定理１非单调的结论背后的直觉解释如下：在两国产业互补阶段，发展中国家资本
相对稀缺，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是互补的，此时发展中国家
的资本增加也会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使得发达国家从中受益。但当发展中国家
资本达到ＫＳ＊时，该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产能已经最大化，发达国家的福利也达到
最大。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持续增加会使得该国产业逐步进入资本密集型，进行产
业升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逐步竞争。随着两国产业竞争的加
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持续增加会降低发达国家的福利。

（二）动态模型

在动态模型中，我们将资本积累内生化的同时考虑技术进步，我们关注两国的技术
进步与资本积累速度会如何内生地影响贸易结构、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

①

②

本文定义的 “增加”与 “减少”包括弱增加 （ｗｅａｋ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与弱减少 （ｗｅａｋ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图３假设ｕ　ｘ（）＝ｌｏｇｘ（），其他参数假设包括ａ＝２，β＝０．５，ＡＳ＝０．９，ＥＳ＝０．５，ＡＮ＝１，ＥＮ＝１，ＬＮ＝１，

ＬＳ＝３．４，Ｋ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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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模型里，我们保留了静态模型中所有设定，唯一改变的是资本与技术现在都
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遵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的设定，构建一个代表性家户的最
优投资问题来体现资本的内生变化。具体为：在一个无限期的连续时模型中，假设国家

ｉ∈Ｎ，Ｓ有Ｌｉ 单位的家户，每个家户拥有１单位的劳动且效用只是和消费相关，以及

拥有ｋｉ０单位的初始资本。另外，假设两国的人口不发生变化。因此，国家ｉ的每个家户
在０时刻的动态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

０
ｅ－ρｔｌｏｇ　ｃｉｔ（ ）ｄｔ，

ｓ．ｔ．　ｋｉｔ
˙

＋ｃｉｔ＝ｒｉｔｋｉｔ＋ｗｉｔ，ｋｉ０给定，

其中，ρ是家户的主观折现率，ｋ
ｉ
ｔ是国家ｉ的家户在时间ｔ的资本量，ｒｉｔ、ｗｉｔ分别是国家

ｉ在时间ｔ的资本租赁价格、工资水平，ｋｉｔ
˙

是资本的积累速度。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无资本
折旧①，中间品厂商与最终品厂商面对的问题与静态模型完全相同。所以，中间品厂商
的最优化问题表示为：

ｍａｘ
ｋ１ｔ，ｋ２ｔ，ｌ１ｔ，ｌ２ｔ

Ｐ１ｔｍｉｎ｛Ａｉｔｋ１ｔ，Ｅｉｔｌ１ｔ}＋Ｐ２ｔｍｉｎ　Ａ｛ ｉ
ｔｋ２ｔ，ａＥｉｔｌ２ｔ}－ｗｉｔｌ１ｔ＋ｌ２ｔ（ ）－ｒｉｔ ｋ１ｔ＋ｋ２ｔ（ ）［ ］．

最终品厂商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
ｙ１ｔ，ｙ２ｔ

ｙβ１ｔｙ１－β２ｔ －Ｐ１ｔｙ１ｔ－Ｐ２ｔｙ２ｔ．

动态模型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看要素禀赋随时间的变化如何影响贸易结构，而并非研
究技术的内生研发与模仿，因此我们对技术进步的设置参照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７９）。假定发
达国家的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ＡＮ与ＥＮ的变动速度是外生的，具体为：

ＡＮ
ｔ

·

ＡＮ
ｔ
＝ｇａ，

ＥＮ
ｔ

·

ＥＮ
ｔ
＝ｇｅ．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则由跨国技术扩散决定，具体为：

ＡＳｔ
·

ＡＳｔ
＝ｆ

ＡＳｔ
ＡＮ
ｔ

（ ），
ＥＳｔ
·

ＥＳｔ
＝ｇ

ＥＳｔ
ＥＮ
ｔ

（ ），
其中，ｆ （·）与ｇ （·）都是连续的减函数，这意味着两国技术差距越大，发达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强。假设ｆ （０）＞ｇａ＞ｆ （１）以及ｇ（０）＞ｇｅ＞ｇ（１），
这可以保证长期稳态中，两国的技术进步率相等，技术差距恒定，而不会出现两国相对
技术差距持续发散的情形。用λａ与λｅ来表示两国长期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技术水平，
发现：

λａ＝ｌｉｍ
ｔ→∞

ＡＳｔ
ＡＮ
ｔ
＝ｆ－１　ｇａ（ ），

① 注意，在此动态模型中是否加入折旧对我们的问题以及之后分析的性质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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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ｅ＝ｌｉｍ
ｔ→∞

ＥＳｔ
ＥＮ
ｔ
＝ｇ－１　ｇｅ（ ）．

由ｆ （·）与ｇ （·）的性质可得，λａ∈（０，１），及λｅ∈（０，１）。为简化分析，我
们对相关参数做出假设：
假设　 （１）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大于０，ｇｅ＞０；资本生产率增加速度等于０，ｇａ＝０。

（２）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处于如下区间：ＬＳ∈ βＬ
Ｎ

１－β（ ）λｅ
，ａ βＬ

Ｎ

１－β（ ）λｅ（ ）。
这两个假设都不是本文的核心假设，主要起到简化分析的效果。假设中的第一条基

于发达国家长期资本生产率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可忽略不计的统计事实。① 因此，
我们将发达国家的去趋势化后资本生产率标准化为１，故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资本生产率
收敛至ＡＳ＝λａ。假设第二条类似在静态模型中对两国人口规模的假设，目的是避免对
贸易结构做过多繁琐且不必要的分类讨论。此处我们定义变量：

η≡
ａ１－β

ＬＮ

λｅＬＳ
β
１－β（ ）－β－ ａβＬ

Ｎ

１－β（ ）λｅＬＳ（ ）１－β
ａ－１ ．

根据之前对两国人口的假定，我们易得η∈ ０，１［ ］。在定理２中我们会显示，η的
经济含义是资本回报在两国贸易分工的临界值。
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两国发生贸易的主要原因，求解的是一个

动态的大国 ＨＯ贸易模型，其全域动态路径的解析解一般而言很难获得 （参见Ｂａｊｏｎａ
ａｎｄ　Ｋｅｈｏｅ，２０１０），因此 这里我们首先关注稳态均衡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稳态均
衡的研究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两国贸易增长的长期性质，其严格的定义表达为：

定义２　在一个市场均衡中，如果对于任意的时间
ＫＮ
ｔ

·

ＫＮ
ｔ
＝
ＫＳ
ｔ

·

ＫＳ
ｔ
＝
ＹＮ
ｔ

·

ＹＮ
ｔ
＝
ＹＳｔ
·

ＹＳｔ
＝
ｃ　Ｎｔ
·

ｃ　Ｎｔ
＝
ｃ　Ｓｔ
·

ｃ　Ｓｔ
＝

ＥＮ
ｔ

·

ＥＮ
ｔ
＝
ＥＳｔ
·

ＥＳｔ
＝ｇｅ，则我们称这个均衡为一个稳态均衡。

其中Ｙｉ是ｉ国的最终产出，ｃｉ是ｉ国的人均消费。由于我们关心的是稳态均衡中的
变量关系，因此我们之后将所有变量都 “去趋势化”处理 （ｄｅｔｒｅｎｄ）（价格变量除外）。
为避免过多的变量带来行文的混乱，下文的变量都默认为已经去趋势后的变量。同时，
对于是长期稳态均衡的变量，我们也去除了时间下标，避免误解。动态部分的主要理论
结果表达在如下的定理２ （相关证明详见附录Ⅲ）：
定理２
（１）如果ｇｅ≥ββ １－β（ ）１－β（ ）－ρ，那么不存在两国贸易的稳态均衡，长期而言两国

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２）如果ｇｅ∈ ηββ １－β（ ）１－β（ ）－ρ，ββ １－β（ ）１－β（ ）－ρ［ ），那么存在两国贸易的稳

态均衡，并且在稳态均衡中，两国产业互补，国家Ｓ只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且∂
ＹＮ

∂ＫＳ＞
０；

（３）如果ｇｅ＜ηββ １－β（ ）１－β（ ）－ρ，那么存在两国贸易的稳态均衡，并且在稳态均

① 基于ＫＬＥＭＳ数据库数据，在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１．５％，资本生产率年均增长为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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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两国产业竞争，国家Ｓ生产两种商品，且∂
ＹＮ

∂ＫＳ＜０。

定理２展示了在长期动态路径中，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同导致不同的
贸易结构，以及在这些贸易结构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对发达国家产出的影响。当劳
动生产率增长足够快时，两国资本积累的速度都无法赶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两国的劳
动都是相对过剩的，此时两国不存在贸易。当两国存在贸易且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率处于某个中间区段时，其资本需求会增高以满足不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而资本的
需求增加加快了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不断以更资本密集的方式生产，会与发
展中国家形成产业互补的格局。此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使得贸易条件向对发达
国家更有利的方向倾斜，进而增加发达国家的最终产出，这一点与静态模型的基本逻辑
一致。而当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足够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迅
速使之与发达国家开始产业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发
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进一步削弱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使得贸易条件向对发展中国家
有利的方向变化，导致发达国家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降低。① 反之，当发达国家自身
的技术进步足够快时，发展中国家将与发达国家形成产业互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

对发达国家长期是有利的。② 此外，南北两国的相对人口规模 Ｌ
Ｓ

ＬＮ 越高，或者相对劳动

生产率λｅ越高，则η值越大，这就意味着，给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ｇｅ，定理２
中的情形 （３）的可能性越高，即两国形成产业竞争的可能性更高。

（三）贸易政策

在上一小节，我们讨论了在动态自由贸易的环境中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
度如何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本小节我们将在动态环境中讨论关税的影响。与现有关税
博弈相关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首次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要素禀赋的内生变化如何
动态影响大国之间的贸易结构。这意味着当一国征收关税后，不仅会有当期的价格与产
出影响，而且还会内生地改变双方的要素积累，从而在长期改变双方的要素禀赋结构与
贸易结构。我们重点关心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关税如何会动态地改变两国的要素禀赋
结构。
假设国家Ｎ从时间ｔ开始，对国家Ｓ的进口商品非预期地永久性征收τ＞０的关税，

且国家Ｎ将收取的关税全部直接补贴本国的家户。我们可以证明，此时国家Ｓ只会对国
家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情形。因此，此时国家Ｎ的关税总额为

Ｔｔ＝τＰ１ｔ ＣＮ
１ｔ－ＹＮ

１ｔ（ ），

其中，与静态模型相同，ＣＮ
１ｔ为国家Ｎ对产品１的总消费量，ＹＮ

１ｔ为国家Ｎ对产品１的生
产量，Ｐ１ｔ为产品１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我们将国家Ｓ的最终品价格标准化为１。
综上，获得本小节的主要理论结果定理３，它刻画了发达国家对进口品征收的关税

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定理３包括三个部分，其中定理３．１展示了关税如

①
②

注意在长期经济中一国的产出水平与福利水平正相关。
我们利用中美贸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和日美贸易 （１９６２—１９９５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

有力地证实了定理２的理论预测。限于篇幅，具体内容可见附录Ⅰ．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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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短期影响两国经济，定理３．２和定理３．３展示了关税如何在长期影响两国经济 （相
关证明详见附录Ⅲ）。
定理３．１　在平衡路径上，如果时间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突然征收

关税，且关税不导致两国贸易脱钩，从短期来看会增加发达国家的产出同时减少发展中
国家的产出。
在短期，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固定的，因此与标准静态模型征收关税的结果是一

致的，一国可以依靠关税将贸易条件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倾斜。但从动态长期结果来
看，可能会存在不同于短期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贸易条件的改变会相应影响两国的
要素禀赋价格和两国长期的要素禀赋积累。这是本文与静态关税模型的主要区别。我们
将关税的长期效应描述于定理３．２与定理３．３中。
为方便进一步讨论两国关税，我们定义无关税条件下的贸易条件，κ１以及κ２，这两

个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分别为无关税时，在产业竞争状态下以及在产业互补状态下长期的

贸易条件
Ｐ１
Ｐ２
。这两个变量分别在数学上由下列方程确立。

ａ（κ１）－β－（κ１）１－β

ａ－１ ββ（１－β）
１－βλａ＝ｇｅ＋ρ，

ａ（κ２）－β－（κ２）１－β

ａ－１ ββ（１－β）
１－β＝ｇｅ＋ρ．

注意上述两式左边都是关于贸易条件的单调减函数，两个方程都只有唯一的解，因
此κ１以及κ２是有准确的定义的。在定义完κ１以及κ２之后，我们可以介绍本文最重要的理
论结果，定理３．２与定理３．３。
定理３．２　如果两国为产业竞争状态，且关税τ∈ ０，ａκ１（ ）－１－１［ ）①，就长期而言，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增加会减少发达国家的产出同时增加发展

中国家的产出，∂Ｙ
Ｓ

∂τ ＞
０，∂

ＹＮ

∂τ ＜
０。②

在定理３．２中，我们发现，与短期影响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关税有可能最终反而
降低自己的产出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出。这恰恰是要素禀赋动态变迁的结果。当两国
长期处于征收关税前的产业竞争状态时，虽然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
已经开始涉足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此时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征收关税会增加
国际市场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Ｐ２，同时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Ｐ１。因此，发
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产品相对价格信号会引导资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使得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需求增高，进而资本回报率ｒＳ也会增加。最终，关税将加快发展中国家的资
本积累，提高长期的资本存量水平ＫＳ。正如我们在静态模型中所看到的，当两国产业
竞争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加快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加剧与发达
国家的产业竞争。因此，就长期而言，发达国家的产值会因为自己所征收的关税τ而减
少，但发展中国家的产值ＹＳ反而会伴随资本积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增加。

①

②

若关税水平大于ａ（κ１）－１－１，两国进入自给自足状态。

这里我们关注的长期产出水平Ｙｉ，其严格的数学表达为Ｙｉ＝ｌｉｍｔ→∞
Ｙｉｔ
ＥＮｔ
，即产出水平由世界技术前沿去趋

势化后的长期极限。其他变量的定义与产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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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３．３　如果两国为产业互补状态，且关税τ∈ ０，κ２ａ（）－１－１［ ），就长期而言，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增加会增加发达国家的产出同时减少发展中

国家的产出，∂Ｙ
Ｓ

∂τ ＜
０，∂

ＹＮ

∂τ ＞
０。

根据两国产业状态的不同，这种关税有可能会增加发达国家的长期产出并减少发展
中国家的长期产出。当两国征收关税前长期处于产业互补状态时，关税会在长期增加发
达国家的产出同时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为什么产业分工结构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结
果？注意在产业互补状态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
关税的增加会使得发展中国家潜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回报变高，但由于要素禀赋结
构的跨国间差距，使得相较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回报率依然较
低，此时其资本回报将完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Ｐ１来决定。而征收关税后发达国家生
产两种商品，发展中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所以关税依然可以在长期影响贸易条件，并
对发达国家更有利，使之可以更廉价地进口劳动密集型中间品，故关税对发达国家长期
产出存在正向影响。图４用数值解展示了在不同产业结构下关税对两国产出的长期影
响。其中，左图显示的是定理３．２的情形，右图说明的是定理３．３的情形。

图４　不同产业结构下关税对产出的长期影响①

定理３．２与定理３．３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理论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传统静态关税模型主要强调关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而我们的动态关税模型则强调因关
税导致的当下的贸易条件的改变会通过影响要素相对价格，从而动态内生地改变两国长
期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两国长期的产业结构、产出水平、

福利水平以及贸易条件。而且动态模型发现，关税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有可能是正好
相反的，这种从贸易条件到贸易条件的一个循环机制必须要通过动态模型才能体现出
来。其二，这个理论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含义。这两个定理说明，当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更高关税时，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影响将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
自身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如果能，则发达国家的关税不仅无法改变贸易条件，并且最终

① 图４参数取值为ρ＝０．０５，λａ＝０．８，λｅ＝０．９９，ｌｓ＝１．２，ｌｎ＝１，β＝０．５。左图ｇｅ＝０．１，右图ｇｅ＝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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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升级更加快速与深入。但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产业升级，那么
关税最终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并使得它面对更为不利的贸易条件。这意味
着，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更好地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税风险，就必须实现产业升
级，因此影响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是否顺利升级的所有政策也都将会影响该国抗击来
自发达国家贸易政策风险的能力。

以上讨论了贸易政策风险对两国长期产出的影响，那么对于长期福利的影响呢？为
此，我们对定理３进行扩展，得到如下推论 （证明请参考附录Ⅲ）。

推论３．１　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如果两国为产业互补
状态，关税会增加发达国家的长期福利，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福利。如果两国为产业
竞争状态，关税会减少发达国家的福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福利。

该推论说明关税对两国的长期福利影响与对长期产出影响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对
此的经济学解释如下：我们关注的是在稳态均衡下的产出和福利，而在稳态路径上，边
际资本回报是一个常数，并不会随关税变化而变化，所以家户的储蓄倾向不会发生改
变。而在动态模型中，总产出等于总消费加上总储蓄，因此产出、消费以及福利变化的
方向是一致的。本文模型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包括反制关税与资本流动的情形，受限于篇
幅，我们将相关内容留在附录Ⅱ部分讨论。

三、结　　论

本文的启发主要有两点：（１）大国间贸易摩擦如何动态地影响双方的产业结构、产

出水平与福利水平？学术文献中缺乏对于长期影响的研究。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分析探讨
了关税的动态效应，并且显示了在考虑了要素禀赋内生动态积累后，关税的长期效应与
短期效应的不一致问题。此外，本文还使用日美贸易数据和中美贸易数据对部分理论预
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有力地验证了模型的结论 （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比较严重，

且为节省篇幅，因此实证部分请见附录Ｉｃ）。 （２）本文在建模技术上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构建并且求解了一个经济相互依赖 、动态演化的大国贸易与增长模型。现有的在ＨＯ模
型框架下研究动态经济变迁的模型往往依赖一些极端假设。例如，Ｖｅｎｔｕｒａ （１９９７）的
模型假设两部门生产函数为一个部门生产只需要劳动，而另一个部门生产只需要资本，

从而确保两国内生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始终不变、两国要素价格始终均等化，但是这
样就无法充分讨论内生的产业升级与贸易结构变动的问题。又例如Ｂａｊｏｎａ　ａｎｄ　Ｋｅｈｏｅ
（２０１０）的模型假设只有在资本完全折旧的条件下才能求解，而且结论主要依赖数值求
解而非解析刻画，而Ｃａｌｉｅｎｄｏ（２０１０）的解析刻画非常复杂，结论也不确定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ｅ），而且这还都是在假设自由贸易的简单情形下，没有考虑突发的贸易政策的影响。

本文的模型避免了在以上这些重要经济学维度上的极端假设，构建更一般化的理论模型
探讨贸易关税对两国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的长期动态影响，同时对于非关键假设进一步
简化处理，比如借鉴了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中里昂惕夫生产函
数的技术性假设等，显著提高了问题的可处理性，推进了分析深度。我们的这一工作，

首先，可能对于未来经济学家思考传统贸易政策、汇率政策以及产业链政策，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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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视角，即相关价格信号的改变不仅会影响当期的资源配置，而且会通过影响要素
禀赋的动态积累，产生长期的影响。其次，本文提供的这个关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的非
一致性，也可以为相关的实证研究以及定量研究提供研究素材。最后，本文对于我国在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应对贸易政策风险，如何加强自身产业升级，提供了
一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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